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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追求民富国强的道路上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
从经济生活的表层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

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爆

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各地不断发生，有些地方甚至不再

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个问题则是社会环境

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寻租腐败蔓延和贫富差距扩

大。
从经济生活的深层结构看，主要是内外两个方面

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 --

投资过度膨胀和消费在 GDP 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使投

资和消费的比例大大偏离了正常状态。这样就造成了

诸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过

慢、收入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则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

的双顺差以及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这造成中国和贸

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本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出

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自己的资源和环境。
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宏观经济后果是：货币供应

过量、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

加，等等。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形势一度十分严

峻。经过一年多来“扩需求，保增长”的巨大努力，虽然

GDP 增速回升，但是上述结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有愈

演愈烈之势。
进一步追问原因，我们会发现，根源在于不彻底

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保

持国有经济原有地位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

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这虽然造就了中国经

济的迅速崛起，但它们并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

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取代，而是逐渐固化为一种国家主

不彻底的体制改革或使中国走向少数人专制

吴敬琏

反弹的实质。今年上半年尤其是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反弹、复苏。但上半年的

反弹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超越萧条和复苏的阶段，快速进入经济高涨阶段，并启动新

一轮经济增长的周期了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其核心原因在于，目前许多同比数据

的高涨是基数效应、强劲的刺激政策、存货周期调整、世界经济短期同步反弹以及短

期适应性调整等因素的产物，其增长的动力机制依然十分脆弱和敏感。
世界经济环境堪忧。2008~2009 年为挽救次贷危机带来的冲击所进行的强力的救

助政策，决定了世界将在过渡期中面临刺激政策退出的强劲冲击。这将给过渡期的经

济稳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财政政策退出是最重要的影响。这种削减将对世界各国

经济的复苏产生影响，特别是各国同步削减将带来更为强烈的叠加效应。世界银行测

算，财政调整对增长的影响在 3 年内分别达到 0.4%、0.9%和 1.4%。金融层面的问题依

然没有解决。不仅老的问题，比如全球累计 1.3 万亿美元的损失还没有核销；而且新的

主权债务危机又带来了新的冲击。
政策怎样应对？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当为适应周期性的过渡期和结构调

整的拐点期服务，而非绝对地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或物价水平的稳定。第一，在中国社

会结构的约束下，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防止宏观经济出现总量性的失衡，避免经济增长

速度过快下滑。第二，应当在市场机制改革和创新体系改革上作文章，同时加强人力

资本的投入以为市场自动寻找新增长点和产业方向打下基础。第三，短期宏观经济政

策应当看到下滑力量的滞后性和同步爆发性；要重视周期性力量与政策性力量的叠

加、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的叠加。第四，短期应当密切重视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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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型的重商主义式体制。可以说，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步履维艰，结构失衡难以解决，寻

租腐败猖獗，贫富差距拉大，是这一体制的

必然结果。
最令人忧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

动力不足。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

寻租活动中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

利益，既有可能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阻

碍改革进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义，

强化行政权力的控制和腐败寻租的空间。
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

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的不满情绪，用

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说转移目

标，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

向上去。
于是，向我们再次提出中国向何处去

-- 是向少数人专制和大众贫困的旧体制

复归，还是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

代国家的大问题。□
（来源：《新世纪》周刊 2010 年 7 月 5 日）

防止由此带来的总量的失衡和动态的失

衡。第五，未来的出口状况具有强烈的下滑

趋势和强烈的不确定性，贸易政策的退出

速度应当慎重。第六，消费刺激应当更多从

一次性刺激转向中长期制度性调整。第七，

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进行总量适度收缩的

同时，应当保持总量宽松的原则。第八，中

国虽然在中期面临着结构性价格上涨的压

力，但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政策

应当作出以下调整：其一，通过社会体系的

建设以加强低收入人群抵御通货膨胀冲击

的能力，将货币政策从民生问题和生活问

题中解放出来；其二，货币政策目标应当适

度调高通货膨胀的目标值，而不是简单照

搬过去和发达国家的目标值；其三，货币政

策在适度总量收缩的同时，必须强调结构

性的调控；其四，加息政策必须慎重。□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 年 7 月 5

日，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房地产不能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社会

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 GDP 功能———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显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

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因为商品房兼

具投资和消费价值,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

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

高。而同时,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因

而，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除了表现在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

价,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
综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

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并不把

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

产对 GDP 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

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

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

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应当指出的是，那些

把公共住房仅仅看成是对穷人救济的福利国家，公共住房也是

不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公共住房最终变成了贫民窟。
应该看到,房地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因为其直

接关切到社会成员的空间居住权。同时，房地产也直接关乎社会

稳定和和谐。近些年来，中国为解决住房问题出台了多项政策，

例如“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但这只能是杯水车薪。很显然，

就房地产而言，我们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
房价泡沫一旦破灭，总体经济就面临风险；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

的居住权———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数中国人非

常认同居者有其屋这一说法，年轻人普遍认为幸福和房子息息

相关。这两方面的后果都直接与社会和谐与稳定密切相关。
因此，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房地产业发展如何实现从经

济政策演变成为社会政策，需要我们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智

慧。□
（来源：《光明日报》2010 年 7 月 11 日,作者：新加坡国立大

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住房政策不只是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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